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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商帮的创富群像与文化镜像 

周明宝 

( 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商人的竞争，是商业文化的较量，是商业伦理价值观的博弈。

浙江商业文化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有机组合，开放前沿赋予了浙江人经商贸易的天然土壤，重商崇儒、工商皆

本的思想观念不断激活着民间商业行为。在各种商贸实践中，浙江商人逐步由散而群，由竞而合，在历史上形成了

若干区域性商业帮群，成为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缔造了浙商创富传奇和浙江经济奇迹。面对全球金

融危机的“倒逼”考验，当前，浙江经济进入经济田径场上的“弯道”区间，迎来了转型升级的调整时期，网络经

济和以文化附加值提升为目标的文创产业在浙江蓬勃发展，新经济特征显山露水，浙江商业文明在传承中有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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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农耕社会，近代才系统地进入商业社会，但是民间的商业实践却年代久远。中国商人在历史上还形成

了“商帮”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这种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

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形成了组织化的社会力量，有力地扩大了商人群体在

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在今天，“商人”进一步泛化为个体以自己名义专业从事商品交易或商业活动的人，各

区域性商帮也历经着兴衰更替，在市场经济中勇立潮头的商人群体，已发展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一、传奇创富的浙商群像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背山靠海，内陆与海洋的相互交融，使得浙江人既有农耕社会的勤劳朴实，也

有开放创新的海洋特性。“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北宋柳永的词作生

动描绘了江南城市的繁花似锦。历史上浙江是河姆渡文化的发祥之地、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之地、明清以来的江南鱼米之乡，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先行之区。一代代勤劳智慧的浙江人延续着繁荣富裕的梦想，创造出各个时期的商业传奇。 

(一) 由散而群，浙江商帮享誉四方 

浙江商贾风尚源远流长。据《史记》记载，中国最早的大商人范蠡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在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里，浙

江商人一直是商品贸易的活跃群体。近代以来，浙江人身处中西汇通前沿，得风气之先。开放前沿赋予了浙江人经商贸易的天

然土壤，农商并举、工商皆本的思想观念不断激活着民间商业行为。在各种商贸实践中，浙江商人逐步由散而群，由竞而合，

在历史上形成了三大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南浔丝商竞风流的格局
［1］

。宁波商帮以“无宁不成市”与“稳健大气”

而著称，龙游商帮以“无远弗届，遍地龙游”与“诚信经营”而闻名，南浔丝商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与“贾而好儒”

而称绝。若干区域性商业帮群，成为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缔造了浙江经济发展和商业文明的历史成就。 

(二) 创业创新，当代浙商缔造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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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地处沿海的浙江商人，勇立潮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一跃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生力军。他们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将家庭作坊衍生为现代私营企业，在多样化的经营中派生出各具特色的现代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在块状经济

的有机发展中衍生出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和都市圈。 

一代勤劳人，画出浙商脸谱; 两只万能手，垒起半壁江山。当下，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浙江是

民营经济大本营，当代浙商是民营企业的集合。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 GDP 的 70% 以上。以民营经济见长的浙商的崛起，改变着

中国的经济版图; 600 万省外浙商在中国乃至全球创业，在国内外林立的浙商分会，成为那些远离故土、异乡创业的各地浙商

的娘家，当代浙商群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和人文现象。在历年的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排序、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以及各类

慈善纳税榜中，浙商以及他们领导的企业都稳居全国前列，当代浙商的创富能力使其赢得了“中国第一商帮”的美誉，“鱼米之

乡”的浙江是名副其实的“老板之乡”。 

(三) 企业实践，“四千”精神成就灵魂 

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了浙商的“文化基因”，在丰富的商业实践中，当代浙商内在自成了富有区域文化特质的群

体特征。义乌货郎担挑出“世界超市”、包天包地温州人、长袖善舞新甬商„„凭借着“走遍千山万水，讲遍千言万语，想尽千

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当代浙商以勇气、智慧、汗水和担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浙江现象”，这种

现象成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和“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

价值观的鲜活写照。当前，金融危机考验着全球经济，浙江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浙商审时度势，千方百计提升品牌、

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以“新四千精神”引领着企业发展，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

有”的现代化浙江注入强劲动力。 

二、重商崇儒的浙商文化 

浙江工商业的长久繁荣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代又一代在崇文重教、重商崇儒环境下成长的“浙商”是支撑浙江

经济发展奇迹的有生力量。“浙商”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更是一个文化现象。文以载道，化为天下，“文化基因”注入经济

文明，造就了历史上浙江商帮的传奇故事; “义利兼顾”的“事功”文化观，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浙商群体的商业实践，派生

出耦合于市场经济时代的商业文明，重商崇儒成为浙商创富的文化力量。 

(一) 传奇商圣的经商法则 

在中国古代茫茫商海，浙江出现了许多商人典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商圣的范蠡和胡雪岩。陶朱公范蠡，一生不仅

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重商而不耻言利的陶朱遗风启蒙了浙商的商业实践，胡雪岩坚持义利相

统一，一生诚信经营，坚持把道义放中间，利益摆两旁; 由此，他们都成为了千古称颂的君子商人。如今，这种商道品质，汇

流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代代传承，历久弥新，惠泽万民。 

(二) 扶商的儒脉和崇儒的商贾 

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滋养着浙江商人。历史上，浙江基本上远离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心，同时交织着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

双重性，浙江文化由此有着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区域特色，浙江人把儒家思想与商业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了崇文重教、崇尚儒学、

重商亲商的传统，成为儒商摇篮。浙江的思想先驱们又立足浙江生活实际，逐渐提炼并自成了一种学术精神---浙学精神---求

实、批判、兼容、创新。在北宋时期，这些价值观念与“儒学思想”交汇，产生了“新儒学思想运动”，这一思想在浙江中、东

部一带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一股具有鲜明反经学与理学倾向的革新思潮; 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的事功学派( 主要以陈亮为代表

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就是浙江重商文化的代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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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并传播“通商惠工”、“义利并存”的“事功”文化价值观。 

商帮文化承载了悠久深厚的浙江商业文化精髓。在浙江这块土地上，从范蠡的“散财济民”、王充的“实事疾妄”到陈亮的

“义利双行”，从叶适的“崇义养利”、“以利合义”到黄宗羲的“工商皆本”，从经商致用的“永嘉文化”到胡庆余堂承续百年

的“戒欺”祖训，再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无不展示了浙江深厚的崇儒商业文化底蕴。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中，浙商与

浙东事功学说的精神文化一脉相承，把自己打造成集经济人的理性计算、社会人的责任反哺、文化人的人本观照的强大现代商

业群体。冯根生与正大青春宝国药传统坚守、鲁冠球与万向国际化思维、马云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理念、宋卫平与绿城房产文

化特质„„当代浙商将儒家思想学说融入企业经营管理中去，经济文明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发展，使浙商发展成为有口皆碑的品

质浙商。 

(三) 慈善反哺与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 

慈善是浙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始方式，研究者徐忠友认为，浙商参与慈善等公益活动由来已久，他们自古就有守信济

贫的优良传统
［2］

: 如宁波商帮有着近百年的诚信经营传统，他们以“宁可做蚀、弗可做绝”、“诚招天下客、信誉值千金”等经

营格言，长期建立了可靠的商业信誉和信用制度，使宁波商帮的盛誉名闻海内外。 

近代中国，浙江商帮充分施展对国家和民族的积极的政治情怀，纷纷创办民族企业，进行实业报国，推进了民族工商业的

发展。建国以来，浙商秉承中国传统儒商精神，坚持“义行天下”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事业，回报

社会。宁波商帮中的影视巨子邵逸夫是浙商群体中乐善好施的杰出代表。他于 1973 年在香港设立“邵氏基金会”，30 多年来，

在大陆不遗余力地兴办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造福炎黄子孙。 

浙江经济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民本经济。融入市场社会的现代浙商在企业经营实践中，更加注重实现自我价值和

社会责任的和谐统一。时下，绿色生产、品牌认证、社会责任„„这些表征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成为浙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的社会价值观。从功利到公利、从“浙商”到“责商”，近年来，浙商平衡着财富积累和责任担当的关系，成为社会慈善的主力

军。在胡润慈善榜中，浙商始终处于第一爱心方阵。浙商的慈善表现如同浙商崛起的扎推现象，“责商”群体的慈善行为，激发

和带动着整个社会商人道德情操的提升。在 2007 年浙商大会上，3000 多名浙商郑重地在“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上签字，共

同作出五大承诺: 改革创新，做强做大; 关爱员工，诚信守法; 环境友好，节约资源; 扶贫济困，热心慈善; 修身立业，传承

文明。 

三、商业文明推陈出新 

浙江商业文化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有机组合，当代浙商立足于以血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以家族、村落、乡镇为载体，

扩张生发出新的现代商业形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浙江以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小省一跃成为 GDP 排名全国第 4 位的经济大

省和强省; 崛起于改革开放社会生态中的当代浙商，发端于草根，燎原于市场，做强于民企，闯荡于天下，推动着商业文化的

现代化。基于灵活的创业机制，和谐的创业氛围，浙江大地创业风潮迭起; 短短几十年，以吉利集团为代表的浙江民企跻身于

世界 500 强，成为全球资本市场里耀眼的新兴企业明星。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新技术革命引起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

经济进入信息技术( IT) 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时代。技术的进步就意味着经济边

界的扩展，“浙江制造”引人注目，“浙江制造”任重道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倒逼”考验，浙江经济进入经济田径场上的

“弯道”区间，迎来了转型升级的调整时期。如何推动浙江商业文化向现代商业文化蜕变与演化，已经是一个不容阻挡的历史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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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模式”的凤凰涅槃，其背后是同质竞争、比较粗放的“小狗经济”如何发展为“大象经济”，块状经济如何向现代产

业集群提升，单纯外贸模式如何向企业产业新模式转变，如何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公共资源均等化。在这一转型发展过程

中，浙江许多企业从承包走向研发，从贴牌走向自主创新，从单纯制造走向发展生产服务业; 浙商越来越重视技术更新、品牌

发展、产权保护、标准化认证以及管理创新; 整装雄起，浙商再出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抢滩着新经济时代的“蓝海”。 

(一) 浙商进入代际传承新时期 

文化是泥土，什么样的土壤生长出什么样的植物。浙江商人汲取儒家思想精华，注重以礼修身，崇文重教，诗礼传家，将

儒家经典及其道德规范运用在商业实践中，世代相传，直到现代市场社会。 

伴随着企业做大做强，草根创业的第一代浙商迎来向“富二代”让渡掌门人的高峰期。浙江民企大多为家族企业，目前，

这些企业处于两代人财富、权力的交接阶段，而如何做好企业传承与转型，成为浙商群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据麦

肯锡一项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结果表明: 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 24 年，只有 30% 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

能传到第三代的企业不足总量的 13% ，而只有 5% 的企业在三代继续生存。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着代际传承的历史性考验。 

子承父业，是创业者绕不过的坎。调查发现
［3］
，在培养方式上，浙江的企业家较多选择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国外的教育，有 70% 

的浙商表示已经送子女出国或者有此计划，而且出国的年龄越来越小。浙商们往往希望选择精英教育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子女，

在他们的意识中，似乎只有国外的教育才更适合培养出新一代能力超群的浙商来。 

时下，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培育已经成为了关系到家族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对于接班，在分析浙江民企的现状

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教授提出了“子承父业”的四种模式: 

 一是子女在父亲的指导下，从企业的底层或者中层做起，达到一定积累后，接手父亲的事业;  

二是子女根据新的经济形式和自身能力，在父亲的财力资助下，创办新企业;  

三是集体接班性质的，多个有能力的后代同时接手子公司，各掌一方，最后由市场来选择;  

四是子女继承了父亲的财富，但企业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这种属于托孤式。 

经济学家钟朋荣认为，要管理好本家族的企业，应采取“传、帮、带”的方式，要像师傅带徒弟一样。子承父业是民营家

族企业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
［3］

笔者认为，浙江企业传承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财富与资产交接，而是通过创

业精神、核心价值观和优秀商道的传承发展; 要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新生代企业家在岗位历练中由“富二代”成为“创

二代”。 

传统商业文化向现代商业文化的蜕变与演化，已经是一个不容阻挡的历史趋势。浙江民营企业能否顺利传承，关键是新生

代企业家的素质和能力。当前，要加大新生代企业家培养力度，努力引导和培养他们成为“政治上有方向”、“经营上有本事”、

“责任上有担当”、“文化上有内涵”的新生代企业家，让草根一代开创的浙商文化基因薪火相传，血脉延续，推动浙江民企财

富大厦基业长青。 

(二) 网络新贵掀起消费革命 

浙商文化的与时俱进，其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对现代信息的渴求。生活在信息流中的新浙商开始积极探索创新，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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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现代化的道路。表现在浙商文化的影响上，信息产业的发展促成了众多想象力的产生，促进了“后浙

商文化”时代的产生。最明显的就是“生活在信息流中的新浙商”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浙江作为全国第二的通

信大省，近 30 万的中小企业，其中就有 5 万多的企业建设了自己的网页，如中国化工网、中国纺织网、中国金蚕网、各种网

上农业博览会等等，其中仅嘉兴的中国金蚕网通过网上成交的有 200 多个亿。如此高的交流沟通频度展示出新浙商的新变迁和

他们的活力，他们从农业文明、草根阶层中崛起的跑单帮，开始成为日理万“讯”、运筹帷幄的现代化职业经理人。
［4］

 

网络时代的到来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浙江商人不仅在商业和制造业继续引领国内翘楚，在前沿的 IT 领域也涌现了许许多多

的知名企业和知名人物。如阿里巴巴---马云，网易---丁磊，盛大---陈天桥，网盛---孙德良，分众传媒---江南春，金山----

求伯君等，就是在美国或香港上市的 IT 企业，也有 1 /3 以上是浙商。互联网使人们进入了数字化生存时代。反映在生活方

式上，电子商务作为以商务活动为主体，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以电子化方式为手段，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所进行的商务活动过

程，成为人们新兴的消费生活方式。 

网络消费引领人们进入了“拇指文化”时代，其中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商的崛起功不可没。阿里巴巴是由马云在 1999 年

一手创建的网上贸易市场平台。2003 年 5 月，阿里巴巴投资一亿元人民币建立淘宝网。2004 年 10 月，阿里巴巴投资成立支

付宝公司，面向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推出基于中介的安全交易服务。2012 年 2 月，阿里巴巴宣布，向旗下上市子公司提出私有

化要约，回购价格为每股 13． 5 港元。2012 年 5 月，阿里巴巴与雅虎就股权回购一事签署最终协议，阿里巴巴用 71 亿美元

回购 20% 股权。2012 年 7 月，阿里巴巴宣布调整淘宝、一淘、天猫、聚划算、阿里国际业务、阿里小企业业务和阿里云为七

大事业群( 号称“七剑下天山”) ，组成集团 CBBS 大市场。 

自阿里巴巴于 1999 年成立以来，基于阿里巴巴价值观体系的强大的企业文化已成为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基石。他

们在商业上的成功和快速增长，是以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为基础，并且始终关注于满足客户的需求。文化是阿里巴巴的 DNA。

如今，阿里巴巴推出的电子商务深入千家万户，即使在互联网建设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三) 创意产业引领浙商“智造” 

温家宝指出，一个国家，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经济、产业和产品体现出文化品格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和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
［5］

由小生意起家的草根浙商，在传统制

造业中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后，开始把目光锁定在“创造”、“智造”上; 当前，以文化附加值提升为目标的文创产业在浙江

蓬勃发展，新经济特征显山露水。 

一般认为，文化与经济生活不断融合，经历着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是传统文化。它是脱离大众的精英文化，文化艺术主要是少数人创作，同样是

少数人收藏和观赏。艺术家们为贵族和皇家所供养。 

第二阶段: 和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是商业文化阶段。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并使大量城市下层居民产生文化需

求，刺激了大规模复制与传播的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进入“商业文化”时代。 

第三阶段: 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是文化产业阶段。涵盖了从电子媒介到互联网以前的发展阶段。19 世纪到 20 

世纪，由于电报、电话、广播的发明，纸质媒介过渡到电子传媒，进入“大众文化”时代，并第一次具有工业化的生产形态，

形成“文化工业”。 

第四阶段: 以知识性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是内容产业阶段。它从互联网出现开始，是信息社会第一阶段。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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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 年代以来，“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使复制与传播技术登峰造极，并实现了所有传媒手段技术基础的统一。其最显著特

征是: 传媒汇流使传媒手段过剩，内容不足，因而使文化产业升级为内容产业。 

第五阶段: 和以艺术和文化知识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是创意产业阶段。这是信息社会第二阶段。
［6］

在当前网络信息

社会和读图消费时代，迪斯尼米老鼠、唐老鸭、KITTY 猫和喜洋洋等诸多文化符号证明，一个文化产品在充分传播并成为大众

文化偶像之后，它就有着长久的延伸消费功能、广阔的消费空间和可观的消费收益。 

上述五个阶段几乎同时出现在浙江省内城乡的很多地方。浙江是制造业大省，又面临着资源约束日趋严峻的形势，这对浙

江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现实要求; 然而浙江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名人辈出，这为浙商将传统产业和文化产业有机融合，

推动浙商释放文化新能量，进而步入“思想浙商”的高级阶段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2008 年 6 月召开的浙江省委工作会议

提出了建设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的任务，并且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要求，明确在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和文化大省

的进程中要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2012 年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和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尤其要大力发展金融、创意、信息、咨询、物流、旅游、会展、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

在政府的鼓励下，在企业的实践下，浙江文创产业正迎来百花齐放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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